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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金融风险向财政领域传导(阎坤、陈新平；2004年6月7日)

文章作者：阎 坤 陈新平

    我国金融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簿记”机关的银行，长期在金融领域是“一花独放”，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依然如此，虽然当时还有中国人

民保险公司，但其业务范围很小，所以当时的金融业很难算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代金融业的主体框架已经

搭建完毕，从监管机构：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等，到经营主体：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财务公司等，再到金融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债券市场、期货

市场、黄金市场、基金市场等均已到位。 

    我国金融业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发展质量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为了“跑马圈地”、“抢滩布点”，各

金融机构已无暇“精耕细作”，原来不良资产存量问题未及解决，新的增量资产问题又出现了。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监管法律不健全、不

完善；缺乏开放条件下管理金融业的经验；经营主体违法、违规操作问题严重；金融市场结构不完善、流动性差等问题，这些问题也都在累

积着金融风险。 

    虽然证券等直接融资方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其比重还很小，融资仍以银行为主，所以金融业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银行业上，而银行

业的问题又主要集中在它的不良资产上。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危机给所在国带来的严重后果：国际资本外逃、货币贬值、金融机构倒闭、国

际收支严重恶化、资产大幅缩水等。从世界范围看，由于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危机具有不可避免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金融

国际化的今天尤为如此，只是其爆发的时间、地点、范围、程度不同而已。金融危机的一般表现形式有：货币危机、证券市场危机、银行危

机、债务危机等。在这几种类型的金融危机中，货币危机占有突出的位置，它与银行危机有着“共生”性，往往二者相伴而生。特别是在汇

率自由浮动的国家或地区，金融危机易从货币危机开始，进而触发其他形式的金融危机。 

    我国之所以躲避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其主要原因是我国资本项目还没有开放，受国际资本冲击小。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还

没有出现过货币危机或大面积的银行倒闭事件，也没有出现系统性支付危机，但并不能说明我国不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而恰恰相

反，我国金融业目前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作为存、贷款均占全部金融机构60％以上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构成了我国金

融业的主力军，它们目前的资产质量状况尤为令人担忧，其经营与管理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问题。 

    1.不良资产率高。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到底有多少，一直众说纷纭，并出现了官方和非官方之间、非官方相互之间估计数字不一

的情况。目前，人们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其整个贷款余额比率的估计数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几十不等，但大多研究者的估计数在

20-30％之间，其绝对值应以数万亿计是没有争议的。 

    不管这一比率的准确数字是多少，它肯定已经超过了《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贷款相关比率的要求。根据该协议，不良资产占贷款余额

的比重不能超过15％，其中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的比重分别为8％、5％、2％。 

    2.资本金严重不足。资本充足率低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遇到的又一个“软肋”。根据《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的要求，

目前四大行大多还没能达标。 

    3.盈利能力差。多年来，由于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沉重，盈利能力不强，并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经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银

行部分不良资产、实施国有企业三年脱困、降低营业税率等措施后，四大行的盈利水平才略有回升。考虑到四大行人员包袱大、新的不良贷

款的产生、应收未收利息不断增加、贷款收益率不断下降，以及分支机构亏损大等综合因素，它们的盈利能力依然不容乐观。 

    4.统计信息失真。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财务会计、统计数据不准、信息透明度不够等问题，使监管缺乏必要的信息依

据，并留下了监管真空。 

    目前金融风险向财政传导的主要途径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对金融风险问题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之策，使金融领域的风险得到

了有效的控制。由于金融问题的公共性，以及国有独资或控股金融机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解决金融风险的重担自然要落

到政府财政的身上。虽然解决金融问题的主要措施是财政手段，但针对不同情况，其具体方式也不相同，经过总结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股权无偿划转：由于我国金融业在1999年以前实行过一段时期的混业经营，国有商业银行持有相当数量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的

股权，为了控制混业带来的风险，国家对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实施了“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并将银行持有的其他金融机构的

股权作了无偿划拨的处理。 

    追加注资：如1998年3月，财政部发行特种国债2700亿元，用来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以加强国有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2004年1月，国家又动用外汇储备450亿美元，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 

    冲销呆账：如，1997年冲销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呆账300亿元，1998年冲销了400亿元。 

    间接减征营业税：通过缩短国有商业银行应收未收利息的计收年限，以减小国有商业银行营业税税基。 

    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出来。 

    债权转股权：将有问题金融机构的债权转化为股权，以减轻原债务人的负担，使其得以继续延续下去。 

    中央银行再贷款：为了化解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并对其重组，中央银行往往需要增加再贷款支持。但中央银行贷款损失最终还要中

央财政补助。 

    地方财政的支持：在处理地方金融机构问题时，地方财政也需要提供多种形式的支持。 

    中央财政的直接补偿和暗补：某些被关闭金融机构的外债，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这些外债多为应付国际金融机构的主权债务。在处

理一些被关闭金融机构时，对接手其相关资产和债务的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期限内，可减免上交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息。 

    除了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采取以上的财政措施以外，国家还对其他有问题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以及

其他地方性金融机构采取了关、停、并、转等措施，以化解金融危机。 

    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历史渊源与现实选择 

    我国金融风险财政化的缘由可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分析。 

    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财政对金融业(主要是国有银行业)有“欠账”。1979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计划体制、金融体制、财

政税收体制、价格体制、投融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随之全面展开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减税让利”是国家财政政策的基本趋向，我国

经济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长率为9.7％。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96年前后，我国财政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放权让利”

的道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收入在分配上向居民、企业、地方倾斜。因此，曾一度出现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

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双下滑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国家财政状况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慢于财政支出的增长，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断扩大，预算内资金十分拮据。同时，

由于部门与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集资、收费、基金项目分散了政府资金，破坏了国家预算的统一性，致使中央财政调控宏观经济的地位和作

用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中央财政配置社会资源的职能被弱化后，其肩负的社会经济发展责任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在中央财政捉襟见肘之时，

居民储蓄和银行存款却有了快速增长。有着充裕资金的国有银行正好垫补了中央财政这一时期在投融资和宏观调控方面留下的真空，并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肩负着部分财政职能，获得了“第二财政”的称号。 

    国有银行在行使部分财政职能的同时，也为时至今日承载的巨额不良资产打下了“伏笔”。当时，银行与财政被认为是政府的两个

“钱袋子”，在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财力支持时，是银行拿钱还是财政拿钱？其区别仅在于是政府动“左手”和“右手”的关系。传统体制下

的财政、银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拉扯不清，国有企业作为一个经营性主体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当其出现效益滑坡、

偿债困难时，政府理应出面救助，不过其前提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财力。当政府财力吃紧，爱莫能做时，只有靠银行给企业提供发展资金和

“安定”贷款了，这也就是所谓的“吃”了财政“吃”银行现象。但当财政、银行体制改革走到今天，已到“亲兄弟，明算账”的时候了。

毕竟财政、银行的职能不同，所肩负的责任各异。所以，金融风险（主要是指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问题）财政化，也算是财政对银行“欠账”

的一种历史注解。 

    金融风险财政化，其缘由在我国除了财政与国有银行的特殊历史渊源外，还在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稳定与否直接决定着整体

经济的安全与稳定，所以一旦金融体系出现危机，政府有必要即时帮助那些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这既是公众的预期，也是政府的道义责

任。 

    从各国处理金融危机的措施看，金融机构重组、关闭都有财政的介入。如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会曾批准拨款1300亿美元，用于当

时信托公司的重组，以及800多家储蓄贷款机构破产关闭时的债务清偿等；90年代末，日本政府也计划耗资数千亿美元用于解决银行、保险

业存在的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泰国、韩国、印尼等亚洲危机国家，在解决银行破产、债务清偿、冲销坏账方面也动用了

大量预算资金。 

    可见，当金融这个“准公共”领域稳定出现问题后，由财政即时对其施以援手既是各国的通常做法，也是我国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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